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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
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

孙 英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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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佛教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佛教
的传入，不但重塑中土信仰世界，而且带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理念和政
治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宗教思想弥漫的中古时代，政治史的面貌也因此呈
现出丰富的面相。北齐文宣帝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模拟燃灯佛授记的场面，布
发于地，让法上踩之，通过这样的仪式，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从信仰和
政治的双重维度加强统治的神圣性。燃灯佛授记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居于极为特殊
的地位，带有明确的宗教和政治意涵。其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在印度本土罕见，

却在中国中古政治和信仰世界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信仰主题和政治理念。这一方面
说明中古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文明具有世界主义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北齐　佛教　燃灯佛授记　犍陀罗　转轮王

近年来，有关王朝正统地位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成中古史界的重要话题。这一讨论，

是政治史研究回归其应有位置的一种尝试，既有对权力来源和委任统治权的思考，也提供了深
入讨论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知识与宗教信仰体系与中古政治关系的机会。① 历史图景往往不
是单线、单一画面、非黑即白、整齐划一的。采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我们
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不同历史事实叠加呈现的历史画面，可能更加复杂，却更加接近
真实，更加符合中古信仰繁荣、知识创新、包容开放的时代特征。

王朝体制和君主理念这一核心的政治议题，近年来获得中古史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不论
是方法论更新，还是具体史实的挖掘，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彰显出将不同史料引入中古政治
史研究这一思路的潜力。就与本文相关的北朝政治史而言，有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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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转轮王信仰与中古政治研究” （１８ＡＺＳ００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７１）阶段性成果。

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脉络，可参见楼劲的相关论述。他认为，考虑到百年以来政治史研究屡经改
弦更张，这是政治史回归其应有位置，也是对之研究真正开始实事求是的积极进展。“即就王朝体制而
言，古人用以讨论其是否正当的理论、方法与今相当不同，却不等于其思考不认真或毫无恒久的价值，

更何况这一体制及其由诸多要素凝聚而成的传统还广泛切实地影响着历史，也就亟须对之展开深入研
究。”（楼劲：《主持人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阴阳术数的政治文化入手，从中土固有的天命、历运思想出发，讨论北朝的君主与政治；① 有的
研究则基于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融合的时代特征，从所谓 “内亚”的视角出发，将有关北亚草
原政治文化传统纳入北朝政治史的讨论，有效地丰富了历史图景。② 除上述视角外，中古时期的
另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佛教传入。这是一个佛教和其他宗教繁荣的时代，宗教对当时人们的思
想世界和信仰世界都有深刻影响。佛教的兴起与传播，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输入，也带来了新
的政治理念和君主观念。③ 那么，将丰富的宗教文献纳入研究视野，或是拓展中古政治史研究视
野的有效方法。

北齐的王朝政治与佛教关系密切，其处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到隋唐统一的转折点上，为
我们讨论中古时期佛教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北齐文宣帝高洋 （５５０—

５５９年在位）以燃灯佛 （汉文也翻译为 “定光佛”等，为统一起见，本文统称 “燃灯佛”）授
记④的仪式来装扮王权，一方面是当时政治与宗教关系密切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外来文化元素
在中古的发展与发挥。⑤

一、高洋布发掩泥所见高齐政权与佛教之关系

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 （５５０）五月，东魏权臣高洋迫使孝静帝禅位，建立北齐政权。高洋就
是后来的文宣帝。文宣帝高洋在正史如 《北齐书》、 《北史》中常常被描述为性情乖戾的暴君，

但是在法琳、道宣等佛教史学家笔下，却是护持佛法的明主。佛教在其塑造君主形象、加强统
治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是南北朝到隋唐政治世界与信仰世界关系的
一个重要层面。尤其是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自己布发于地令其践之的做法，看似乖张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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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研究都有力图突破目前制度史观的努力，例如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３期；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楼劲：《谶纬与北魏
建国》，《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楼劲：《魏晋以来的 “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也可参见孙英刚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有关章节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同时还面临着复杂的宗教和民族问题，

五德终始的天命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近年来，罗新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这一研究方向。有关研究的结集可参见罗新：《中古
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最能彰显其从 “内亚”视角出发讨论中古君主观这
一研究精神的，或是其出版的一本小书，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近年来从 “内亚”视角讨论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还可参见陈三平的相关研究，其主要成果结
集于 Ｓａｎ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佛教与中古君主观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康乐：《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第６７本第１分，１９９６年；周伯戡：《姚兴与佛教天王》，《台大历史学报》第３０期，２００２
年；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台北：商周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孙英
刚：《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授记，梵语 “Ｖｙāｋａｒａｎａ”，巴利文 “Ｖｅｙｙāｋａｒａｎａ”，在汉译佛典里也译作受记、受决、记别、记说等，

或音译为和伽罗那、和罗那、弊伽蓝陀、毘耶佉梨那等，有预言、记说、解答等意涵。参见杨郁如：
《佛教授记思想研究现状与论著目录》，《敦煌学辑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田贺竜彦：《授記思想の源流と

展開》，京都：平乐寺书店，１９７４年。

诹访义纯对文宣帝布发掩泥有所讨论，参见诹访义纯：《中国中世佛教史研究》第２章，东京：大东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３１—２３２页注３。



实具深刻政治宗教意涵。

有关高洋布发掩泥，广泛见诸佛教文献。比如唐初高僧法琳 《辩正论》卷３记载：

高齐高祖文宣皇帝 （讳洋）……或出或处，非小节之所量；乍智乍愚，故大人之

所鉴……所以斟酌能仁，碎波旬之众；宪章觉者，轻轮王之尊。固是大权应物、弘誓

利生者也。天保之始，请稠禅师受 （授）菩萨戒，于是又断肉禁酒，放舍鹰鹞，去官

渔网。又断天下屠杀……大起寺塔，度僧尼满于诸州。又以昭玄大统法上为戒师，常

布发于地，令师践之……所度僧尼八千余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①

法琳对高洋评价很高，认为他 “或出或处”、 “乍智乍愚”，是 “大人之所鉴”，非 “小节之所

量”，并且认为高洋 “轻轮王之尊”，护持佛法，不但请僧稠给自己授菩萨戒，② 而且以法上为戒

师，常常 “布发于地，令师 （法上）践之”。

唐初高僧道宣也反复提到高洋布发、受戒一事。比如在其 《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描述道：

“凡所行履，不测其 （高洋）愚智。委政仆射杨遵彦。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受戒于昭

玄大统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发而授焉。”③ 在其 《续高僧传》法上本传中，也描述了这一场景：

“既道光遐烛，乃下诏为戒师。文宣常布发于地，令上践焉。”④ 道宣对高洋的评价与法琳类似，

认为他 “凡所行履，不测其愚智”，并且将法上为高洋授菩萨戒和高洋布发于地的宗教仪式做了

连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所谓 “受戒于昭玄大统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发而授焉”。

道宣和法琳的记载，撇除其僧人身份，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基本可以肯定是对王劭 《高

齐书·述佛志》的延续。作为北齐旧臣和以史才见称于时的人物，王劭的记载更是直接证明了

布发掩泥的存在。⑤

上述佛教文献提到，高洋布发于地并非一次，而是常常如此。考虑到这一行为的宗教和政

治意涵，高洋最早做这样的仪式，不会早于其即位为帝。开元七年 （７１９）的大唐邺县修定寺传

记碑或许能提供一点线索。修定寺是北齐的皇家寺院，也是高僧法上长期经营的寺院。其碑文

云：“魏历既革，禅位大齐，文宣登极，敬奉愈甚。天保元年八月，巡幸此山，礼谒法师，进受

菩萨戒，布发于地，令师践之，因以为大统。”⑥ 若碑文所记属实，则高洋最早通过布发掩泥的

仪式接受菩萨戒，是在天保元年 （５５０）八月。值得注意的是，他迫使孝静帝禅位是在当年五

月。在建立新王朝之后不久，高洋就通过布发掩泥接受了菩萨戒。这其中除了个人信仰的原因

之外，政治的考量非常明显。通过借重佛教意识形态，高洋宣示了自己的转轮王身份，增强了

自己受禅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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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琳：《辩正论》卷３，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 《大正藏》）第５２册，东京：大
正一切经刊行会，１９３４年，第５０７页下栏。

僧稠在禅宗历史上地位很高，与北齐政权也关系密切，道宣在 《续高僧传》卷２０ 《习禅篇·论》中云：
“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致令宣帝担负，倾府藏于云门，冢宰降阶，展归心于
福寺，诚有图矣。故使中原定苑，剖开纲领，惟此二贤。”（《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５９６页）有关僧稠
的讨论，参见葛兆光：《记忆、神话以及历史的消失———以北齐僧稠禅师的资料为例》， 《东岳论丛》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 《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３７０页下栏—３７１页下栏。道宣 《广弘明集》

卷４ （《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１１２页下栏）记载略同。

道宣：《续高僧传》卷８ 《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４８５页。

藤善真澄： 《道宣伝の研究》附篇 《王劭の著述小考》，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２００２年，第

４６７—４７５页。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３辑，王京阳等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４页。



高洋的这一行为，离不开南北朝后期以来佛教获得空前发展的大背景。“自东晋以来，佛寺
与僧尼数迅速增长，南朝以梁，北朝以北魏末到北齐时为顶点。”① 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
活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这段时间佛教能够在政治世界 （包括政治理念与政
治实践）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党派分野与政治集团是中古政治史研究的重要
思路，所以在讨论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时，以往的研究总是将特定僧团、寺院、宗派与特定政治
势力做分门别类的条理分析。尽管在这样的研究模式里，信仰的因素、佛教的政治理念被隐匿
不见，分野清楚的集团对立也往往违背常理，但从某些细节上它的确能够揭示一些通体的真实。

比如，南北朝后期佛教高僧们在国家政治中极为活跃，不但对王权进行理论包装，甚至赤膊上
阵，参与国家管理与政治斗争。在孝武帝西奔宇文泰时，为其背负玉玺，持千牛刀随行护卫的
是沙门都惠臻，而替高欢奉表关中请孝武帝返回的是僧人道荣。② 管理佛教僧尼的机构昭玄寺一
再扩充规模，到文宣帝时达到鼎盛，同时设置十位昭玄统管理２００余万僧伽。高洋以法上为大
统，其他为通统。③ 从北魏昭玄寺一统一都 （维那）或一统若干都，到东魏昭玄寺三位或三位以
上沙门统并立，再到北齐时昭玄十统俱兴，显示了僧官员额扩大的趋势。④

高齐政权的建立，与佛教关系密切。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往往注意到佛教僧团对高齐政治集
团的支持，以及高齐延续魏晋南北朝佛教热衷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北魏末年佛教僧侣制造
“佛图入海”、“东海出天子”等谣谶，附会王朝起伏盛衰，宣扬高齐取代北魏建国。⑤ 研究佛教
史的学者，则对高齐政权的佛教属性更加熟悉———因为后世极为流行的 《高王观世音经》就是
在高齐建国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高欢的神圣性张目。⑥ 这一高欢资助和推
动的观音信仰运动在民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将高氏家族和佛教信仰成功地绑在了一起。

与北周灭佛相对照，北齐执行的是一个从始到终的崇佛政策。⑦ 由于统治集团支持，僧众和
寺院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魏。齐境 “十余年间教法中兴，僧至二百余万，寺院凡四万余所”，⑧

人口占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至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复兴佛教，需要召集关东六大德 （基
本是原北齐的佛教高僧）充实关中佛教力量。⑨

天保六年的文宣帝废道事件，反映了北齐一边倒倾向佛教的情形。对这一事件唐初佛教文
献多有记载，比如法琳 《辩正论》，道宣 《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道世
《法苑珠林》等。据道世记载，道教领袖陆修静因梁武帝舍道，愤而叛入北齐。天保六年九月，

·３３·

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北史》卷５ 《孝武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７３页；卷６ 《高欢本纪》，第２２４页。

道宣：《续高僧传》卷８ 《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４８５页下栏。

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７５—７６页。

姜望来：《论 “永宁见灾”》，《史林》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姜望来：《论 “齐当兴，东海出天子”———兼论
高齐氏族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２６辑，２０１０年；张冠凯： 《关于北齐佛教政治性的探
讨》，《五台山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最新的研究，参见池丽梅：《〈高王经〉的起源———从 “佛说观世音经”到 “佛说高王经”》，《佛学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仓本尚德： 《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馆，２０１６年；也可参见张总：
《观世音 〈高王经〉并应化像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沙可乐捐观音经像碑》，《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０
年第３期。最新的研究显示，所谓 《高王观世音经》，是高欢动用官方力量资助和推动在民间流传的观
音系统经典，通过观音信仰的传播来树立高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神圣性。

张冠凯：《关于北齐佛教政治性的探讨》，《五台山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４９册，第５５４页。

参见孙英刚：《从 “众”到 “寺”：隋唐长安城佛教中心的成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９卷，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文宣帝高洋主持佛道论衡，结果昭玄大统法上等挫败道教，于是下敕取缔道教，甚至让归伏的
道士跟随法上出家为僧。除此之外，高洋下令，“自谓神仙者，可上三爵台，令其投身飞逝。诸
道士等皆碎尸涂地”。① 不过陆修静早已亡于刘宋泰始年间。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基本认为北齐
文宣帝崇佛废道确实存在，但是佛教文献进行了文学性夸张。② 高洋命令道士从三爵台飞下这一
情节，或是高洋以佛教断刑的附会。对此 《隋书》有记载： “帝尝幸金凤台，受佛戒，多召死
囚，编籧篨为翅，命之飞下，谓之放生。坠皆致死，帝视以为欢笑。”③ 可以说，佛教在北齐境
内始终处于独尊态势，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文宣帝高洋布发掩泥的举动，是高齐利用佛教
信仰和理论进行政治宣传中的一环。

二、北齐君主的转轮王身份及其政治宣传

佛教对北齐政治的影响，不限于上述特定僧团、寺院、高僧与特定君主及政治集团的联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在北齐王朝体制和政治理念中扮演的
角色。当佛教在政治修辞、国家仪式、王权理念等层面都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时，政治思想和
政治实践无疑会打上深刻的宗教色彩———这既符合中古政治世界的宏观思想语境，也是中古历
史不可忽略的脉络。

就佛教对中古君主观的影响而言，转轮王的理念———虽然有不同样式的变形和不同经典与
理念的背景———始终是最核心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君主观念主要植根于天人感应、

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 “顺乎天而应乎人”。统治人民的是 “天子”，天子接受 “天命”统
治人民，而 “天命”可以通过尧舜禅让或者汤武革命的方式转移。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
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 “龙图”、
“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为世
俗君主们提供了将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在中土本有的 “天子”意涵之外，加上了 “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可以称之为 “双重天命”

的政治论述。而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信仰
和思想背景。④ 比如说，转轮王是理想的君主、统一君主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ｕｌｅｒ）、佛陀的世俗对应
者、护持佛法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来自功德的集聚而不是天命的赋予，等等。与转轮王理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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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道世：《法苑珠林》卷５５， 《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７０７页中栏；道宣： 《续高僧传》卷２３ 《昙显传》，
《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６２５页中栏。法上的重要弟子法存原本就是道教徒。

常盘大定：《支那に於ける仏教と儒教道教》，东京：东洋文库，１９３０年，第５８１—５８６页；久保田量
远：《中国儒道佛交涉史》，胡恩厚译，兰州：金城书屋，１９８６年，第９４—９９页；刘林魁：《北齐文宣
帝高洋废除道法考论》，《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姜望来：《论 “亡高者黑衣”》，《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隋书》卷２５ 《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７０４页。《北史》卷７ 《文宣帝高洋本纪》（第

２６１页）也有类似记载：“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戮。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疑怯
犹豫者，或致损跌。”《北史》卷１９ 《彭城王勰传》还记载了一个个案：“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
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坠，仍付御史狱，毕义云饿杀之。”（第７０９页）

关于转轮王理念在中古政治中的角色，可参见康乐：《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６７本第１分；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
形态研究》；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孙英刚：《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配合的一套政治修辞，比如 “七宝”、“十善”、“飞行”等也频繁出现在中古的历史书写中。①

北齐君主被视为转轮王，可以说是当时一种从高层到民众的普遍做法。从石刻史料看，跟
转轮王有关的词汇常见于北齐，与高齐政权相始终。② 比如文宣帝天保八年，高洋族弟赵郡王
高叡定国寺碑歌颂北齐云：“属大齐之驭九有，累圣重规，羲轩之流，炎昊之辈，出东震，

握北斗，击玉鼓，转金轮。”③ 太宁二年 （５６２）彭城王高浟修寺碑歌颂北齐皇室 “乘宝殿以飞
空，驾金轮而傍转”。④ 武平二年 （５７１）《皇太后造观世音石像记》：“仰资武成皇帝，升七宝之
宫殿，皇帝处万国之威雄，傍兼有心之类，一时俱登圣道。”⑤ 武平三年唐邕刻经碑云：“我大齐
之君……家传天帝之尊、世祚轮王之贵。”⑥ 这套糅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术语和佛教转轮王概念的
说辞，反映了当时政治和信仰世界的复杂与交融。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在当时的政治
修辞中常见。

孝静帝时，东魏与西魏分裂对峙。高欢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城，洛中诸寺僧尼也随之迁邺。

东魏北齐都邺凡３４年，由于高齐政权的崇佛政策，佛教获得空前发展，获得了类似国教的地
位，邺都由此成为中原北方的佛教中心。据记载，“都下大寺略计四千，所住僧尼仅将八万，讲
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⑦ 可谓名僧云集，讲席如林，寺院和僧尼规模，已俨然
超越南朝。高僧如菩提流支、那连提黎耶舍、慧光、法上、道凭、僧稠、灵裕等，皆一时之选。

隋唐时期的诸多学派，大都与这一时期的邺城佛教有关。⑧

虽然关于邺城佛教的很多历史记忆已经湮灭，但是有些偶然保存的信息，仍然留下高齐君
主标榜自己为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证据。如北齐赵郡王高叡被杀的地点，就在邺城雀离佛院。
《北史》和 《北齐书》都记载，高叡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在雀离佛院被刘桃枝所
杀。⑨ 根据这条记载，当时北齐都城邺城有一座雀离佛院。所谓 “雀离”，最初是指贵霜帝
国君主迦腻色迦 （约１２７—１５０年在位）在都城布路沙不逻 （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修建的著名
佛塔迦腻色迦大塔———也就是汉文文献中屡屡出现的 “雀离浮图”（Ｃａｋｒｉ　Ｓｔｕｐａ，意为 “轮王之
塔”）。瑏瑠 其实，有关雀离浮图的信息已经在中土流传很久，“雀离”甚至成为石刻铭文中的常用
字眼，如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东魏造像碑，其铭文上就有 “至如宝塔五层，则浮空耀晷，金棠百
刃，则无日承天□□□□□□□□□□雀离之高妙矣”瑏瑡 的表达。从根本上说，雀离这样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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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英刚：《“飞行皇帝”会飞行吗？》，《文史知识》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仓本尚德已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参见仓本尚德：《北朝造像铭における転轮王関系の用语の出现》，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６０期，２０１１年。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台北：台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第

１５２页。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１８０页。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３，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６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７８页。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２５２页。

道宣：《续高僧传》卷１０ 《靖嵩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５０１页中栏。

邺城佛教之盛况，参见丁明夷： 《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 《文物》

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圣凯：《僧贤与地论学派———以 〈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等考古资料为中心》，《世
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北齐书》卷１３ 《赵郡王琛附子叡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１７３页；《北史》卷５１ 《齐宗室
诸王上·赵郡王琛附子叡传》，第１８４６页。《北史》诸本 “雀”讹作 “崔”，据 《北齐书》改。

在汉文文献中，也异译为 “雀梨”、“爵离”、“昭怙厘”等。

钟稚鸥、马德鸿：《东魏 〈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建筑，直接标志着君主的转轮王身份，① 这也跟石刻史料和文献描述相吻合。

不过要指出的是，高欢和高澄虽然掌握东魏实权，但名义上仍是魏臣，并不具备君主身份。

真正开始大张旗鼓宣扬高齐君主为转轮王，是从文宣帝高洋开始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有关

记载都始自高洋，这也能够佐证作为北齐皇家石窟的北响堂山石窟，开凿于高洋即位之后。北

响堂山石窟无疑具有帝王陵寝的意义，道宣 《续高僧传》和 《资治通鉴》对此都有记载。道宣

记载云：“仁寿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

刻骇动人鬼。”② 《资治通鉴》记载高欢下葬云：太清元年 （５４７）正月丙午，东魏渤海献武王欢

卒，世子澄秘不发丧， “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

穴，纳其柩而塞之”。③

从佛教教义和逻辑来说，北响堂山石窟实际就是高齐君主的转轮王塔。高洋为父兄和自己

开凿的北响堂山三窟 （大佛洞对应高洋、中间的释迦洞对应高欢、刻经洞对应高澄）是以佛教

转轮王身份安葬君主的做法，而邺西高欢的平陵、高澄的峻成陵、高洋的武宁陵则是按照中土

传统建造的帝陵。高欢 “虚葬”于传统帝陵，却埋骨于北响堂山石窟———如果这一记载可靠的

话，或许正是对这种安排的生动写照。笔者并不认为一定存在 “虚葬”问题，至少需要考古证

据来进一步证明。但无论如何，高洋的确试图通过开凿北响堂山三窟，达到树立自己及追认父

兄为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政治目的。在佛教理念里，转轮王和佛都有起塔供养的资格。而且，

佛陀的葬礼本来就是源于转轮王的葬礼，都是起塔供养。转轮王不过是佛陀的世俗对应者。

很明显，北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是石窟与陵寝相结合的特殊形制，具有强烈政治纪念碑

性。④ 高洋在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身份时，是从追认其父兄的转轮王身份开始的，根本目的是彰

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正所谓 “我大齐之君……家传天帝之尊、世祚轮王之贵”。⑤

高齐政权对开凿石窟、摩崖造像极为重视。⑥ 晋阳除了有名的天龙山石窟外，另有西山大佛

和童子寺大佛———都开凿于文宣帝高洋时期，开创了中原北方雕凿大佛的先例。天保七年的童子寺

大佛开凿于峭壁上，现存北齐燃灯石塔一座，高４．１２米。李裕群揭示出北响堂山石窟是带有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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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雀离浮图的讨论，参见村田治郎：《雀離浮図小考》，《日本建築學會研究報告》第２２号，１９５３年；

李澜：《有关雀离佛寺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有关雀离的宗教和政治意涵及在中古
史上的反映，参见古正美： 《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第４８７、５４９页；孙英刚、李建欣：《月光将出、灵钵应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献与
图像》，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１１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８—１４０页；

孙英刚：《“雀离”补论》，中国中古史集刊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集刊》第５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年，第３１５—３２２页。

道宣：《续高僧传》卷２６ 《明芬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６６９页下栏。
《资治通鉴》卷１６０ 《梁纪十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４９５７页。

刘东光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敏锐的探讨，参见刘东光：《试论北响堂石窟的凿建年代及性质》，《世界宗教研
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他认为，大佛洞的原貌是一座典型的佛殿式转轮王供养窟，其覆钵及痊穴等，应为
高洋死后所增设；北响堂山石窟系高洋以转轮王身份所营，而以塔形窟为灵庙的做法正是高洋力图表现
其转轮王身份的反映。贵霜帝国君主也是转轮王，参见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Ｖｅｒａｒｄ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Ｇｒｏｓｓａｔｏ， “Ｔｈｅ
Ｋｕāａ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ａｓ　Ｃ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ｎｓ．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３），ｐｐ．２２５－２９４。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２５２页。

高齐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开凿制作了大量至今闻名的佛教石窟造像，参见大内文雄：《北齐佛
教衰亡的一面———以摩崖石刻经典的盛行与衰退为中心》，吴彦译，《佛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任继
愈：《中国佛教史》卷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８９页。



王塔性质的帝王陵寝，而高洋开凿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则承袭北魏传统，仿昙曜五窟 （三世
佛的理念）而开凿。进而他认为，这种情况与北齐皇帝自诩为转轮圣王不无关系。①

被高洋视为佛的高僧法上，是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领袖。他继承高僧慧光的宗教遗产，担
任最高佛教领袖长达数十年。用道宣的话说，“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
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帝之待遇，事之如佛”。② 法上由高
澄引入邺都，“兴和三年，大将军尚书令高澄□□ （奏请）入邺，为□□ （昭玄）沙门都维那，

居大定□ （国）寺而充道首”。③ 法上修建的修定寺塔是其与北齐皇室关系的明证。该塔位于今
安阳西北３０多公里处，于１９６１年被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是中国最早以雕砖饰
面的单层方型浮雕砖头舍利塔。塔壁四周上下共镶嵌二十余组转轮王 “七宝”图案，都占据中
心位置，其中轮宝位于正中，其他六宝则分列两侧。④

修定寺深受高齐皇室重视。１９７８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清理修定寺塔基时出土舍利函，上
面刻有一段文字：“释迦牟尼佛舍利塔。婆摩诃般若波罗蜜，诸佛之母。甚深缘起，诸法实相。

摩诃般涅槃那至极圆寂。天保五年岁次甲戌四月丙辰八日癸亥，大齐皇帝 （即高洋）供养、尚
书令平阳王高淹供养、王母太妃尼法藏供养、内斋法师尼道寂供养、内斋法师尼道尝供养、平
阳王妃冯供养、李娘供养。”⑤ 法上是一位虔诚的弥勒信徒，隋代费长房 《历代三宝记》记载法
上 “起一山寺名为合水，山之极顶造兜率堂，常愿往生，觐睹弥勒，四事供养百五十僧。齐破
法湮，山寺弗毁，上私隐俗，习业如常。常愿残年见三宝复，更一顶礼慈氏如来”。⑥ 《唐相州邺
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则称修定寺 “有龙花瑞塔，降于忉利；雀离仙图 （轮王之塔），来于天
竺”。⑦ 其思想核心仍是弥勒下生、转轮王供养一类。

法上作为北齐官方地位最高的僧人，在王朝仪式和僧团管理中举足轻重。除他之外，服务
于高洋政治宣传的佛教译经，还有一些是由来自今天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 （Ｓｗａｔ，属犍陀罗故
地，白沙瓦平原北部，中文古籍中常称为 “乌苌”）的那连提黎耶舍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ｙａｓａ，约５１７—

５８９年）完成的。那连提黎耶舍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在隋文帝时的译经。隋文帝以佛教转轮王
自居，其中最重要的宣传文件，是那连提黎耶舍在开皇二年 （５８２）开始翻译的 《德护长者经》
（又名 《尸利崛多长者经》）。这一两卷本的佛经，之前已有多个译本。⑧ 重译的主要动机，是为
隋文帝提供统治合法性的 “于经有征”的证据。如前辈学者们屡屡指出的那样，这个在当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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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裕群：《晋阳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道宣：《续高僧传》卷８ 《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４８５页。
《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开元七年），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３辑，第３０４页。原文标点及错漏
较多，此为笔者所修订。东魏迁邺，高欢以南台 （御史台）为定国寺，以砖修建佛塔，其铭为温子昇
所撰，见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卷７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６９—１９７０页。

有关修定寺塔浮雕意涵，参见孙英刚：《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
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关于修定塔的讨论很多，可参见李裕群：《安阳修定寺塔丛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５页；郭露妍：《安阳修定寺塔七政宝砖雕装饰图案探源》，《西北美术》２００６
年第３期。对铭文的讨论，参见钟晓青：《安阳灵泉寺北齐双石塔再探讨》，《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第４９册，第１０５页上栏。

侯卫东：《〈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校读》，《殷都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西晋竺法护译有 《月光童子经》（又名 《月明童子经》，与 《申曰兜 （儿）》、 《失利越》是同本异译）

一卷。另外疑为三国支谦译 《佛说申曰经》，之后又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申曰儿本经》，皆收于 《大
正藏》第１４册。《佛说申曰经》在文末预言， “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统领夷夏，崇信佛法。
（《大正藏》第１４册，第８１９页中栏）不过这一记载不见于竺法护和求那跋陀罗的译本。



隋文帝高度重视的翻译项目，在文末做了一番现在看来非常直白的宗教性政治预言： “又此童
子，我涅槃后……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 ‘大行’。”① 但实际
上，那连提黎耶舍在北齐时期，已经作为重要的译经僧为高洋所重视。那连提黎耶舍到达邺城
时，高洋 “极见殊礼，偏异恒伦”，请其翻译佛经， “又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
译”。② 后来他在隋文帝时期的译经，跟北齐时期的作为是一以贯之的。

三、燃灯佛授记思想起源及其在北朝后期的流行

高洋模拟的燃灯佛授记，在佛教历史观中地位特殊。它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
事的起点。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佛陀故土，而在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 （Ｊａｌāｌāｂāｄ）地区，

玄奘时代称为那揭罗曷国 （Ｎａｈａｒａｈａｒａ）。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经过此地，描述了跟燃灯佛授记
有关的种种圣迹。③ 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不可能去过犍陀罗，但通过燃灯佛授记这样的 “历史叙
事”，将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 （Ｍｅｇｈａ或Ｓｕｍａｔｉ）④ 置于犍陀罗———通过燃灯佛的授记，他正式
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已顺理成章。释迦牟尼的出
生、成道、传法、涅槃，这一切都要从燃灯佛授记说起。在早期汉文译经中，佛传故事基本上
都是从燃灯佛授记说起，而不是从释迦牟尼出生说起，这在犍陀罗佛教浮雕中得到验证。西克
里 （Ｓｋｒｉ）窣堵波上的１３块佛传故事浮雕，就是从燃灯佛授记开始的。北魏至东魏时，大部分
佛传故事都从燃灯佛授记开始，并时常出现在石塔或石碑上。⑤ 用宫治昭的话说，“释迦的足迹
不曾到达的地方”却是 “佛教美术的故乡”。⑥

根据汉文译经，我们把燃灯佛授记的主要故事情节总结如下：释迦牟尼的前世是一个修行
菩萨道的梵志，名叫儒童。儒童听闻当时的佛———燃灯佛要进城，就去拜见。在路上碰到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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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那连提黎耶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大正藏》第１４册，第８４９页中栏—８５０页上栏。有关研究参见
藤善眞澄：《末法家としての那连提黎耶舎：周隋革命と德护长者经》，《东洋史研究》第４６卷第１号，

１９８７年。

道宣：《续高僧传》卷２ 《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耶舍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４３２页。古
正美认为文宣帝依赖那连提黎耶舍树立自己的佛王形象，不过其观点、逻辑及史料解读都存在明显问
题，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１５６—２１１页。

玄奘口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２ （《大正藏》第５１册，第８７８页中栏—下栏）对燃灯佛授记的
圣迹多有记载，说明玄奘到达那里时，这些圣迹仍在。比如他记载：“那揭罗曷国……城东二里有窣堵
波，高三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编石特起，刻雕奇制，释迦菩萨值然灯佛，敷鹿皮衣，布发掩泥，

得受记处。时经劫坏，斯迹无泯。或有斋日，天雨众花，群黎心竞，式修供养。其西伽蓝，少有僧徒。

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无忧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西南十余里有窣堵波，是如来自中印
度凌虚游化，降迹于此，国人感慕，建此灵基。其东不远有窣堵波，是释迦菩萨昔值然灯佛，于此买
华。”另，据 《天譬喻经》 （Ｄｉｖｙāｖａｄāｎａ）记载，燃灯本生故事发生在犍陀罗的灯光城 （Ｄīｐａｖａｔī），
讲述佛陀倒数第二次转生为婆罗门青年须摩提 （Ｓｕｍａｔｉ）的故事。

在汉文文献中，儒童也被翻译为其他多种名字，为论述方便，本文一律使用 “儒童”。

孙英刚：《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１４２８９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宫治昭：《丝绸之路沿线佛传艺术的发展与演变》，赵莉译， 《敦煌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Ｗａｌｉ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
佛教文明》，陆水林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６页。蔡枫认为，犍陀罗本生雕刻中最
令人瞩目的是燃灯本生，数量之多，版本之多，时间跨度之大，非犍陀罗其他本生雕刻所能匹敌。参
见蔡枫：《犍陀罗本生雕刻的印度文化母题》，《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页。



女瞿夷 （Ｇｏｐｉｋā），向她买莲花；然后儒童见到燃灯佛，把五枚莲花散向空中，居然都停止在空
中，没有一朵坠落地上；燃灯佛作出预言：自今以后，历经九十一劫，你将成佛，名释迦文；

儒童听后，霍然无想，身体升入虚空，去地七仞；儒童看见地上泥泞，就解下身上穿的鹿皮衣
盖住泥泞，但是仍不足覆盖，于是把头发散开，铺在地上，让佛蹈而过；自此之后，儒童历经
九十一劫，上为四天王，下为转轮圣王，最终降生迦毗罗卫国成佛。

燃灯佛授记的主题于印度罕见，在中亚却得到重视。在犍陀罗现存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
多令人惊讶。有学者认为，儒童跪伏在燃灯佛脚下的姿势与萨珊王朝初期纪念胜利的摩崖浮雕，

以及表现崇拜罗马皇帝的美术作品类似。① 但无论如何，燃灯佛授记的信仰和艺术主题，随着佛
教传入，从犍陀罗逐渐流布于中土，对中古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②

从早期汉文译经看，跟燃灯佛授记有关的理念和知识，早在佛教传入之初就被介绍进来
了。比如 《修行本起经》等在讲述佛传故事时，并不是从释迦太子出生讲起，而是从燃灯佛
授记———过去燃灯佛预言儒童 （释迦牟尼的前世）将在未来成佛———开始的。③ 这一点跟犍陀罗
佛教艺术对佛传故事的描述完全吻合。跟燃灯佛授记有关的佛教造像，即便经过历次残酷的灭
佛以及历史的洗礼，仍然可以反映其在中古受到重视的情况。北魏时期，燃灯佛授记的造像广
泛分布于中原北方，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大众常见的造像主题———这反映了这一主题代
表的意涵成为大众的普遍观念，进而成为高洋利用这样的仪式加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和信仰环境。

有关燃灯佛授记图像的制作，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是刘宋元嘉八年 （４３１），来自罽宾 （犍
陀罗）地区的高僧求那跋摩在始兴虎头山寺宝月殿，“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
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④ 不过，求那跋摩来自犍陀罗地区，可能是个早期的特例。从现
存文献和实物证据看，有关燃灯佛的造像广泛流行，发生在北魏时期，尤其是集中于北方中原
地区，这跟当时北朝流行三世佛信仰有关。过去的燃灯佛为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未来弥
勒菩萨也会继承释迦成为新佛教化人间。北魏昙曜五窟即以三世佛为中心。云冈第５窟和第１３
窟上部小龛，以三世佛为中心题材。其他如龙门宾阳中洞、龙门魏字洞、永靖炳灵寺第８０、８１、

１０２窟和天水麦积山第５、３０窟，都以 “三佛”为造像题材。“三佛”石窟由云冈而龙门而炳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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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７５，ｎｏｓ．３－４ （Ｊｕｌｙ　１９４３），ｐｐ．１３７－１４８。
有关研究参见李静杰：《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佛教文化》（增刊），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李静杰：《定光佛
授记本生故事图考补》，《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贾应逸：《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１—４４７页；刘敏：《广安冲相寺锭光佛石刻造像考略———兼论
锭光佛造像的有关问题》，《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赵雨昆：《云冈北魏儒童本生＋阿输迦施土
图像组合模式》，《２００４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郑州：河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１—３６４
页；苗利辉：《龟兹燃灯佛授记造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西域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霍旭初：《龟兹
石窟 “过去佛”研究》，《敦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俄玉楠：《甘肃省博物馆藏卜氏石塔图像调查研
究》，《敦煌学辑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耿剑：《“定光佛授记”与定光佛———犍陀罗与克孜尔定光佛造像
的比较研究》，《中国美术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与燃灯佛授记有关的汉文经典有后汉竺大力共康孟祥译 《修行本起经》、三国吴支谦译 《太子瑞应本起
经》、吴康僧会译 《六度集经》、西晋居士聂道真译 《异出菩萨本起经》、东晋僧伽提婆译 《增一阿含
经》、后秦佛陀耶舍译 《四分律》、南朝宋求跋陀罗译 《过去现在因果经》、隋代阇那崛多译 《佛本行集
经》等。

慧皎：《高僧传》卷３，《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３４０页。



寺而麦积山，其他还包括义县万佛堂、巩县石窟寺等，几乎普遍流行于当时中国北方。① 也有学

者认为昙曜五窟象征着祈愿北魏皇室如佛法传承一样永远不灭。②

燃灯佛、释迦、弥勒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传承系统，而且燃灯佛为释迦授记的 “史

实”，佐证弥勒于未来成佛的合理性。１９８１年出土于郑州市西十公里红石坡寺院基址的北魏正光

二年 （５２１）造像碑，正面释迦牟尼，右侧面燃灯佛，左侧面交脚弥勒，③ 完美地表现了三世佛

的理念。这样的情况还可参看偃师天统三年 （５６７）邑主韩永义等造像碑，其碑阳上部弥勒菩

萨，中部燃灯佛授记和燃灯佛，下部释迦佛，构成典型三世佛造像。④ 更加令人注意的是，根据

碑文记载，这块碑矗立在北魏重要寺院平等寺门外燃灯佛铜像后。文献记载，北魏都城洛阳平

等寺门外矗立着高二丈八尺的燃灯佛金铜像。此像地位特殊，经常与政局动荡连在一起，所谓
“国之吉凶，先炳祥异”。⑤ 这一点在正史中多有印证。⑥

除了平等寺金铜燃灯佛巨像，有铭文的燃灯佛造像，以龙门北魏永平三年 （５１０）比丘尼法

行造定光像和延昌三年 （５１４）清信女刘口儿造定光像为最早。⑦ 东魏北齐时期，以燃灯佛授记

为题材的石刻造像明显增多，如东魏武定元年 《道俗九十人等造像碑》云：“帝道熙明，普光训

世……定光佛入国□□菩萨花时，如 （儒）童菩萨卖银钱与玉 （王）女买花”；⑧ 山东平原出土

的北齐天保七年造像碑，⑨ 时代正好就是本文讨论的高洋统治时期；山东鄄城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的造像碑，瑏瑠 时代是北齐皇建元年 （５６０）；《董洪达四十人等造像记》碑阴铭文云：“大齐武平元

年，岁次庚寅，正月乙酉朔廿六日。盖诸佛智海，本自无住。既与法界净宽，复共虚空竞远。

如 （儒）童尊重，卧渥而布发；药王思报，上天而雨花。”瑏瑡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浴寺石窟的燃灯佛授记造像。水浴寺石窟俗称 “小响堂”，位于河北省

邯郸市峰峰矿区寺后坡村西２００米处，居鼓山东坡，与鼓山西坡著名的北响堂山石窟隔山相峙。

北响堂山石窟与北齐诸帝的关系，前文已论，实际上是带有灵庙性质的转轮王塔。邯郸市文物

保管所对水浴寺石窟清理发现：西窟后壁东侧是定光佛龛，西窟前壁东侧是礼佛图，正好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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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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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 “三佛”》，《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４期。刘慧达认为这是受到 《法华经》思想
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变动，可谓判断精准。另可参见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三世
佛与三世佛造像的诸问题》，《敦煌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小森阳子：《昙曜五窟新考———试论第１８窟本尊为定光佛》，云冈石窟研究院编：《２００５年云冈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２４—３３８页。她认为这是一种关于佛的
以时间为轴的世代传承学说。如果将三世佛学说中的佛置换为皇帝，则过去相当于太祖，当今和未来
表示后代皇帝，从而可以表达拓跋氏基业世代相传的祈愿。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该文通过系统梳理这批造像碑，准确
地指出，平等寺代表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弥勒下生信仰。

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４—１０８页。
《魏书》卷１１２ 《灵征志》记载：“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国有事变，时咸畏
异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９１６页）

陆蔚庭：《龙门造像目录》，《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４、５期合刊。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４页；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第７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３４３页。

贺小萍：《山东平原出土北齐天保七年石造像内容辨析》，《敦煌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马爱梅：《鄄城北朝造像碑中的 “燃灯佛授记”》，《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第８版。这块造
像碑清楚地描述了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布发掩泥的场面，燃灯佛则施无畏印，站立在他头发之上。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２４１页。



西窟前壁西侧左起第一人为昭玄大统定禅师，有铭文 “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西窟北壁东侧
一龛有造像发愿文： “武平五年甲午岁十月戊子朔，明威将军陆景□张元妃敬造定光佛并三童
子，愿三界群生，见前受福，□者托荫花中，俱时值佛。”具体的形象，则是 “龛内造一佛，赤
足立于覆莲座上，右侧造三个裸体男童，一个跪伏于佛足下；一个双手举钵，立于跪伏者背上；

另一个双手捧钵，立于一旁”。①

铭文中的 “定禅师”，见于南响堂第二窟中心柱北壁上部铭文， “昭玄沙门统定禅师敬造六
十佛”。② 如果水浴寺石窟铭文记载准确的话，那么北齐时期法上并不是唯一的昭玄大统，在他
之后，还有一位定禅师担任此职。可惜有关这位高僧， 《续高僧传》等没有记载。值得注意的
是，昭玄大统定禅师和燃灯佛授记及礼佛图的题材在石窟空间的表现方式，和文献记载的昭玄
大统法上法师跟文宣帝高洋的布发掩泥仪式，存在非常直观的一致性。这说明，仪式背后反映
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在北齐时期是臣民普遍认知的一种常识。

水浴寺石窟出现的 “定光佛并三童子”造像样式，是在中土的新发展和变型，以前多被认
作是阿育王施土因缘，但据铭文可知，这是燃灯佛授记造型。③ 一般的燃灯佛授记造像样式，是
儒童买花、散花、布发掩泥等情节，但 “定光佛并三童子”造型则是糅合了燃灯佛授记与阿育
王施土因缘两种佛教故事而产生的本土化造像样式。这种样式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非常丰富。④

燃灯佛预言了释迦牟尼成佛，而释迦牟尼则预言了阿育王 （小儿）将在未来成为佛教转轮王；

一个是成佛，一个是成转轮王，正好相对。两者糅合在一起，政治意味明显增加：该童子将成
为转轮王，也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佛。⑤ 这完全符合佛教教义比如 《修行本起经》的记载。北朝后
期出现的 “定光佛并三童子”造像样式，或许反映了当时佛教和政治社会情势的变动。不过要
指出的是，早在犍陀罗的时期，燃灯佛授记和阿育王施土因缘的主题就已经被对应处理了，只
是没有糅合在一起，说明其依然有悠久的思想背景。

这种样式往往跟弥勒信仰连在一起———正如我们前文所论，燃灯佛授记和弥勒信仰的关联
性，在犍陀罗就已经发展成熟了。比如１９７６年于河南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的魏孝昌元年 （５２５）

道晗造像碑，又称为 “北魏弥勒造像龛”或者 “贾思兴百八十五人等造弥勒像龛”。⑥ 正面为交
脚弥勒，背面是燃灯佛授记，跟犍陀罗构图同出一辙。其上有燃灯佛并三童子造像，但往往被
误认为是阿育王施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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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田熊信之：《山东西部における刻经事业について》，《学苑》第８４５号，２０１１年。

这个观点由李静杰提出，可谓确论。另外李静杰也举出多重证据，比如北魏末期平等寺碑右侧面上部
题记 “定□佛时”、稷山大统六年 （５４０）碑阴题记 “此是定光佛教化三小儿补 （布）施，皆得须陀洹
道”，以及河清二年 （５６３）思慜碑左侧面题记 “定光佛主、三童子主”，参见李静杰：《造像碑佛本生
本行故事雕刻》，《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李静杰：《图像与思想———论北朝及隋的佛教美术》，《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宫治昭认为，小儿施土是预言幼儿将来要成为转轮圣王阿育王的故事，与预言青年儒童将要成为释迦
佛的 “燃灯佛授记本生”在内容上是相对应的，特别是 “小儿施土”和 “燃灯佛授记本生”是 “转轮
圣王”和 “佛陀”的授记组合。参见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第１９３页。

河南省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王景荃：《贾思兴造弥勒像龛与荥阳大海寺的创建》，《中原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结　　语

作为北齐开国君主，高洋最初是有一番作为的。① 但在正史及其他世俗史料中，往往强调他

乖戾怪异的暴行。而在佛教文献中，高洋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法

琳、道宣等人对他评价都很高。研究佛教史的学者，从佛教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他积极进取和护

持佛教的举动跟南朝的梁武帝非常相似。② 将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结合起来，把高洋置于当时的

信仰和知识背景下，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燃灯佛授记、弥勒信仰等宗教思想，在平等寺金铜燃灯佛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高

洋父兄的高欢和高澄与燃灯佛信仰的关系，从北魏洛阳平等寺的燃灯佛金铜像可以看出。前文

提到，当时的人们将这尊燃灯佛像和北魏末年以来的政治动荡连在一起。《魏书》记载：“永安、

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国有事变，时咸畏异之。”③ 《洛阳伽蓝记》卷２ “平

等寺”条记载更加详细：

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

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

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

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

邑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

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

之。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擒庄帝。帝崩于晋阳。④

关于平等寺燃灯佛金铜像，《冯翊王高润修平等寺碑》记载了许多细节：“平等寺者，□□
平□□□所立。永平中造定光铜像一区，高二丈八尺。永熙年金涂讫功。像在寺外。”⑤ 可知燃

灯佛金铜巨像位于平等寺门外，建造于永平年间，最初只是铜像，永熙年间完成涂金。可以想

象，这样一尊金铜巨像在北魏洛阳城中是一道多么引人注目的宗教景观。

北齐 《冯翊王高润修平等寺碑》刊刻于武平三年。高润是高欢之子，高澄、高洋之弟，他

在碑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家族跟燃灯佛金铜巨像之间的渊源：

□祖 （高欢）以王业草创，逋寇犹□。志去关泥，观兵故洛。见像瑰奇，神征屡感。

庄严具足，相好如真。若出崛山，犹居祇树。时流运谢，隐晦多纪。遂使明月不□，净□
青莲，未迁福地。达人弘道，触物兼怀。发菩提觉心，希无上正果。躬亲致礼，迁像入寺。

登给羽林，长□守□。⑥

根据高润的回顾，高欢 “观兵故洛”，将这尊 “神征屡感”的燃灯佛巨像迁入平等寺中，并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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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洋统治前期，对外与契丹、柔然、库莫奚等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领土往南拓展到长江以
北；通过均田制、度量衡改制、并省州郡等重大政治、经济举措，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在当时的北周、

北齐、南陈三国中实力最强。

诹访义纯：《中国中世佛教史研究》第２章，第２２６—２４１页。
《魏书》卷１１２ 《灵征志》，第２９１６页。

有关这一记载的五行思想，参见游自勇：《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中古 〈五行志〉的佛教书写》，《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２５５页。

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第１册，第２５５页。



兵保护。这并非一时之举，到了高澄当权，依然延续了高欢的做法：

武定末，世宗文襄皇帝，□□□□幸河洛，历揽周京。睹佛仪相，世未尝有。身色光

明，实所希妙，崇申礼敬，广施军资，增给兵力。①

５３８年或者５４３年高欢开始派兵保护燃灯佛像，５４８年高澄增加兵力加以保护，到高洋上台，于

５５０年做了布发掩泥的受戒仪式，给自己直接加上转轮王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洋只不过延

续了其父兄的做法，甚至可以说完成了其父兄未竟的事业———虽然高欢和高澄掌握东魏的实权，

但毕竟没有称帝，仍是臣下的身份，而高洋则在５５０年废魏建齐，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君主。从

某种意义上说，北响堂山石窟象征高欢、高澄、高洋的三窟 （转轮王塔样式），和高洋延续父兄

礼敬燃灯佛的做法，其信仰基础是一脉相承的。如前文提及，为高洋做燃灯佛授记仪式的高僧

法上，也不是他邀请入邺的，而是其兄高澄邀请的。可以说，从高欢、高澄到高洋，高氏家族

跟燃灯佛信仰始终存在特殊的联系，这也使得高洋可以以此加强自己统治的神圣性。

文宣帝高洋将自己打扮成 “布发掩泥”的儒童———修行菩萨道的释迦牟尼的前世。容易被

理解的是，高洋通过燃灯佛授记的形式受了菩萨戒。在中古佛教观念里，受菩萨戒是世俗帝王

登上转轮王位的必经仪式。② 如 《梵网经》所说：“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

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③ 这也是转轮王被称为 “皇帝菩萨”的原因。梁武帝是菩萨戒的积

极践行者，他在天监十八年 （５１９）受菩萨戒，称菩萨戒弟子，并让皇室成员、官僚、僧人都受

菩萨戒，敕撰 《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仪式，由此树立皇帝菩萨的形象。④

东魏之时，孝静帝曾从法上的老师慧光受菩萨戒。⑤ 慧光、法上等僧人重视 《菩萨地持经》、《十

地经论》，对转轮王受戒等多有论述，如 “菩萨住此受生多作转轮圣王，得法自在，七宝具足，

有自在力，能除有情犯戒之垢，善巧令彼有情安处十善业道……佛子住此作轮王，普化有情行

十善”。⑥ 孝静帝天保元年五月禅位于高洋，同年高洋从慧光徒弟法上那里接受了菩萨戒。从实

际效果上，这一举动或许能增强高洋受禅的合法性。

除了受菩萨戒之外，燃灯佛授记本身具有强烈的预言性质，跟当时流行的三世佛信仰、弥

勒下生信仰紧密相关。高洋并不是宣扬自己在遥远的未来成佛，而是强调当下的佛教转轮王身

份。关于这一点，早期译经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以后汉竺大力共康孟祥译 《修行本起经》为例，

它描述燃灯佛授记之后发生的事情：

能仁菩萨 （儒童）……为转轮王飞行皇帝，七宝导从。……圣王治正，戒德十善，教

授人民，天下太平。⑦

《修行本起经》花了很大篇幅描述儒童成为转轮王的各种细节，而成佛则在遥远的九十一劫之

后。高洋及其父高欢、其兄高澄礼敬燃灯佛，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外，用佛教理念装点王朝体

制和王权观念，以获得庞大的佛教僧侣和信徒支持，乃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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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齐政权，高昌王国君主也曾有布发掩泥的举动，可证这样的操作并非孤例，燃灯佛授记
思想的影响可能比保存下来的记载要深远得多。唐初道宣记载长安胜光寺高僧慧乘的事迹云：

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敕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吐言清奇，闻者叹咽。麹布发于
地，屈乘践焉。①

高昌国王麹伯雅对慧乘布发掩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像高洋那样纳入受戒仪式，但其思想来源
应该是一样的。到了麹伯雅的儿子麹文泰，似乎也有此举动：

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已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

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②

唐武则天在洛阳建立的佛授记寺，曾经在其政治宣传和宗教活动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据李
静杰考证，无论从政治、佛教，还是佛教造像方面来看，武则天的行为都十分符合燃灯佛授记
思想。③ 虽然武周政权倒台之后很多佛教痕迹被抹去，但是佛授记寺和 《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
（即 《大云经疏》）的存在，让我们确知，武周政权的宗教和政治活动中，燃灯佛授记必然扮演
一定角色。

中国唐代之后经历去神秘主义的思想变革，佛教在政治史中的痕迹遭到反复冲刷湮没。但
是从细微处入手，仍能恢复部分片段，可以一窥当时佛光笼罩下的时代面貌。这是中国历史演
进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文明开放包容的明证。

中古政治史的研究，亟待扩大研究视野，一方面实现研究方法更新，另一方面将现有研究
领域外时常被忽略的历史信息纳入。就本文所论，域外的文本文献与图像文献，比如犍陀罗佛
教有关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的脉络；而世俗文献之外，补充宗教文献的记
载，或许是让历史画面更加丰富且更接近真实的办法。

〔作者孙英刚，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责任编辑：周　群　高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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